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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不知道出了什麼事，不是嗎，瓊斯先生？」

　　──鮑伯．迪倫，「重返61號公路」（1965）

壹、前言

本文旨在檢視教育中看似毫無關連的兩種現象之關係：教育中的新

型管控，與社會排除及包容的新機制。所謂「新型管控」，指的是教育

政策中的管理傾向，即社會理論中常見的「無政府管控」、「遠距管

控」，以及「幕後制定教育政策之新方法」等（Dale, 1999; Rose, 1999; 
Education governance and social integration and exclusion in Europe, EGSIE, 
1997; Lindblad & Popkewitz, 1999, 2000）。所謂「社會排除及包容的新機

制」，是指在公眾教育這領域中引入的市場機制（Taylor, Rizvi, Lingard, 
& Henry, 1997; Guthrie, 1997; Popkewitz,  Lindblad, & Strandberg, 1999）。

本文將針對芬蘭教育情形加以分析。除國家統計資料外，還包括教

育政策文獻，對國家級、省級、校級教育執行者的訪談，以及對學生的

調查。我們關心論述、迷思與溝通的理論概念。因此，我們將強調一重

要事實，即社會藉著我們的說法建構而成。社會塑造者建構了「假想社

群」（imagined communities）的說法（Anderson, 1991），並塑造人們知

道、理解並體驗自己作為社群或國家公民的一員。在這些論述，尤其是

官方論述中，教育主體都是被建構而成的：誰是成功的學生，誰又是可

能被排擠掉的學生；誰是模範教師，誰又在教育工作中製造問題？本文

目的是要重建論述的要素及其關連，這些要素及關連構成了所謂的「理

性系統」（rational system）（Popkewitz, 1998, 2000）。所謂「理性系

統」是指某種重疊、累積與混融觀念的組合。這系統從各部分別來看都

是完整一體，而且，自社會排除及包容的角度觀之，可形成國家在教育

領域的言說、思考及行動中根本必要的論述實踐。

貳、背景：從蕭條中重建

提到芬蘭的社會改變，顯然無法不提及九○年代的經濟蕭條。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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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來的許多問題重創了整個國家：國際經濟衰退、過熱的國內經濟、蘇

維埃聯邦垮台、不成功又不合時宜的貨幣政策，以及重大的銀行危機，

這些突發事件帶來的經濟衝擊大概只有三○年代的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可相比擬。許多指標指出，芬蘭面臨的危機，是在九○年

代中所有面臨經濟問題的已開發西方國家裡頭最嚴重的。1990到1993年
間，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下降了7%，失業率從

3%躍升到16%，15到24歲間的失業人口比例從9%躍至34%（Statistics of 
Finland, 2000）。

然而，要理解芬蘭的社會發展，就不能忽視在九○年代後半期，這

國家從嚴重經濟衰退中復甦的驚人成就。根據統計資料顯示，國民生產

毛額在這期間，每年成長8%。企業年度產量每年約成長4%，1993到1997
年間的總產量則提升5%（Tilastokeskus, 1998）。新世紀之交，芬蘭的出

口工業，尤其是主要的資訊電腦科技產業（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部份，更比以往加倍活絡，經濟也達到了均衡。芬蘭獲

得了歐盟會員資格，並成為歐元聯盟中的第一波實行國家。許多權威表

示，芬蘭似乎已經成功影響了新的全球經濟發展步調。

當然，我們應該了解這個經濟成功故事的代價為何。芬蘭的政治在

1987年左右，由長期在野的國家團結黨取得政府主導權後，便開始明顯

轉向右派。不過，最特殊的改變是當時政府組成遠比過去來的更為複雜

多元。最後兩任「彩虹政府」（rainbow governments，即1995-1999與
1999年之後的Paavo Lipponen（1941﹣）一世、二世由社會民主黨領導；

除了過去的農民中央黨，政府內包括了從右派到左派的各色政黨。我們

可以因此毫不誇張地歸納出一點，就是芬蘭政治的轉變與廣泛的社會共

識同時發生，至少在政治菁英階層中確實如此。

有利人口與不利人口的地位在這場政治與經濟轉變中特別清楚。國

家中的豪富與赤貧階級近來已明顯區分出來。貧富之間的收入差距與

30年前相比，正逐漸擴大（Ruotsalainen, 2000）。根據最近的調查指出

（Lehtonen & Aho, 2000），從1991至1999中的每一年國家經濟的削減

部份總是毫無例外地指向人口中的最差階級與政治上最無力的一群人：

窮人、病患與失業者。教育整體的狀況雖然轉好，但隱藏在這教育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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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有利人口其實就是社會中的「菁英」。尤其在1990至1994年間，

雖有部份大專院校蒙受利益，但整體教育資源卻減少了13%，職業訓練

更縮減了20%。這些特色在所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國家中，甚至是大幅縮減

教育經費的國家中，都顯得格外異常（OECD, 1996, 2000）。

在爆發經濟衰退之後，有許多社會政策研究者（Heikkilä & Uusitalo, 
1997;  Haataja, 1998; Hjerppe, Ilmakunnas, & Voipio, 1999）急著歡慶芬

蘭社會保險制度已經證明能夠熬過這艱困的時局。然而，也有研究者

（Kosunen, 1997）指出，儘管在經濟上已經安然渡過了衰退危機，社

會保險與醫療制度上的衰退現象卻未曾好轉。直到最近，芬蘭社會福

利的狀況才被體認到確實有了根本上的改變，不復經濟衰退前的景況

（Lehtonen et al., 2000）。愈來愈多人歸結出芬蘭社會福利狀況的改革

在八○年代晚期早已開始籌劃。經濟衰退帶來了普遍的「危機意識」

（consciousness of crisis），讓即使是最極端的經費縮減，都能不經政治

抗爭而被接納採行（見Suomen työnantajain keskusliitto, 1984; Peltoniemi, 
2000）。換言之，經濟衰退對想要重建芬蘭社會福利制度，並推動這制

度成為OECD、歐盟、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所規劃全球化市場經濟新模型

的人而言，可說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那麼，國家的教育制度在九○年代間如何變化呢？從統計資料上看

來，改變並不大。芬蘭常態教育制度的基本結構相當簡單而一貫。孩童

們7歲就必須接受九年普遍國民教育至16歲，之後就必須進入高中或職業

學校。1996年開始，高等教育階段新分為兩個進路：大學，以及新設高

等教育機構（即AMK Institutions── 技術學院）。此外，還有許多成人

教育機構。儘管1999年修訂教育法規准許設立私人教育機構，但人們普

遍對私立學校興趣缺缺。

政治上右傾的根本轉變也影響了芬蘭在過去十年間的教育政策。左

派政黨由於無人位居要津，在教育政策上根本無從置喙。自1987年的

霍爾克里政府（the Holkeri Government）以來，只有1999年才出了一位

社會民主黨員教育部長。大多數接受訪談的非右派政治人物都認為右

派的影響扮演了現行教育政策幕後的主導角色。不過，這些受訪者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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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承，這項改革確實獲得了令人意外的普遍政治共識，而且似乎除此

之外別無它途。社會民主黨籍的前國家教育委員會（the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 NBE）主委一直形容現行政策是個「隱性的教育政策」

（hidden education policy），透過些微而逐步的改變補助政策，課程綱

要與學區分配都有了前所未見的巨大變化。意外的是，在受訪者中，沒

有任何支持九○年代新教育政策的政治人物認為這是種「新自由主義式

政策」（neo-liberal）。他們寧可說這是「個人主義復甦」、「自由精

神與自由選擇」、「市場為主思維」、「自由樂觀主義」、「學習動力

論」、「學生責任為主的教育政策」。從這些說法中，似乎可以將芬蘭

的教育政策改革歸納為：絕口不提新自由主義辭彙，並獲得共識的持續

右傾微調。芬蘭初等與中等教育政策在九○年代發生最重要的變革至少

包括以下四項：自由選擇學校就讀、建立廣泛評估制度、預算縮減，以

及決策權轉移至教育管理者（即各地方政府）手上。

參、競爭狀態：唯有全球化世界一途

無論國家或學校層級的執行者，在口頭或書面聲明上都視全球化為

唯一途徑。世局的轉變也被當成是要求學校改革的聲浪來源。芬蘭教育

制度的改變被當成「全球社會改變的一部份」。在芬蘭，「經濟競爭

力」是最重要的事，而「經濟成長與勞雇之間具有前所未見的清楚關

係」，諾基亞手機公司的改變案例也正適合教育體制。全球競爭與經濟

成功的需求都要求教育必須產生更好的學習品質與頂尖技巧。教育與事

業成功，甚至與國家興衰之間的關聯備受重視。前國家教育委員會主席

認為，這種轉變基本上「外在於學校體系與教育單位⋯⋯是經濟生活與

貨幣市場的鬆綁。」他認為這出自「激烈的全球經濟競爭下的要求。」

可以說，全球化的基本要求是讓教育的效率更高、品質更好、標準更

高，而且得以全面提升。

有趣的是，大多數受訪的主政者都不認為教育政策的改變是一種有

意識的決策產物，而只是對於社會與世界環境的反應結果。中小學校長

聯誼會（the Union of Principals）主席說得好：「我想，這股潮流是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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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即使是批評這股潮流最厲的聲音也說：「我們無法阻擋與日

俱增的競爭狀態。」順著這股無可避免的改革思潮來看，不少受訪者都

視這種情形為現行制度的明顯結果：這是邏輯上的必然發展，是綜合學

制的進展而非解體。在學校層級，我們也可以發現將九○年代視為進步

史的共識。儘管有極少數對這股潮流抱持懷疑態度的人給了半嘲諷的評

語或政治社會批判，學校主事者大都接受社會持續變遷的基本政策奠基

於個人主義復甦、提升學校名氣與家長自由選校等原因。

在唯有全球化世界一途的宿命論中，或許可以察覺到一種普遍反對

過去芬蘭教育政策中重視平等受教權的態度。大多數受訪的主政者都認

為增加不平等與差異政策的危險確實存在。然而，他們卻都不認為芬蘭

的公眾教育所處情勢會面臨任何危險。從一方面說來，這無疑是種不能

被剝奪的公民權利。但接受愈高等的教育，家長的預期花費也就愈高。

商業活動在教育市場中也扮演日趨吃重的要角。由於對個人選擇與地區

色彩的逐漸重視，教育評鑑的重要性也將與日俱增。

我們可以中肯地說，在受訪的主政者中沒有一人提出可以替代九○

年代教育政策的任何方案。這似乎是這全球化時代中，國家社會毫無轉

圜餘地的宿命觀點。引用一位澳洲同仁的說法：

經濟全球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縮減了個別國家決定自身政策的能力。……市場

活動如今已經成為國家的核心要件了。國家也因此不再被要求收購過量市場產

品，而是創造支持市場運作的條件。近年來，這個思考模式已經成為國家概念的

主流想法了。有些政治人物說，在考慮國家活動時，我們沒有其他選擇，只有接

受全球化一途。就此而言，全球化已經從OECD或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所支持的

最小政府與降低干預，以及更自由的國際經濟競爭聲浪中，蛻變成一個神話了。

（Taylor et al., 1997: 78-79）

這正是Cerny（1990）所稱九○年代的「競爭狀態」（competition 
state）。市場理念的重要性備受重視，隱含對小而能政府及不受政府引導

的市場經濟之迫切需求（Cerny, 1990; Taylor et a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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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育顧客群：自由與理性選擇

在國家層級的受訪者談話中，政治上的變革可以說是對個人價值的

重視取代了過去對於集體平等概念的尊崇。個人價值對推動社會的重要

性與日俱增，在教育政策上的影響也不遑多讓。受訪者認為，接受高等

教育的民眾無法再忍受從上而下的管理，堅持要靠自己來做出關於受教

的決定。受訪者也表示，全球競爭與對經濟成功的追求都強調教育必須

產生更優質的學習與頂尖的技能。要想在全球經濟競爭中脫穎而出，國

家就必須增強自身的最佳能力，即使會違背過去的平等政策也在所不

惜。九○年代教育政策上的改變，因而與國際環境的變化建立起了密切

的連結。許多教育政策主事者都認為，要增加國際競爭力，就需要增加

在優秀人才教育上的投資。「矛頭鬆綁」（free-the-spearheads）的呼聲在

芬蘭的教育管理界甚囂塵上，認為綜合學制已經完成階段性任務，提升

了國家的教育水準，而今該是「投資最優秀人才」的時候了。

家長的角色在八○年代的國家教育論述中極少提及，頂多只做為學

校教育的輔助角色。相較之下，學生與家長在九○年代已成為主動而理

性的主體了：他們被稱為「享用服務者」，而教育本身則被視為「符合

民眾需求的服務」。舉例來說，教育評鑑的一項重要目的就是「增加家

長與學生對於教育品質的了解，並改進提供不同選擇的各式條件」。

Taylor等人（1997）整理出有關於教育市場化的兩種明顯形態。由內

至外的市場化意指教育機構想他們的學術產品銷入商業世界，而由外至

內的市場化則是應用商業原則來管理及改變教育機構。儘管教育部主任

秘書只溫和地說這是「內在的市場化」，但芬蘭綜合教育的市場化已經

成為一個象徵，而不僅僅是形式上或實質上的口號（Hirvi, 1996）。我們

還可以在芬蘭中學教育中發現，由內至外的市場化正以不同面貌來建構

並宣傳學校的形象，正如同企業界所採行的一般。然而，物質層面市場

化的程度並非本文的重點。這裡只是說，有關市場化的論述已經改變了

討論學校教育的方式。因此，九○年代最重要的一項革新就是在教育論

述中引進了市場個人主義。這個情形從芬蘭廣泛並大量使用「顧客」概

念看來顯而易見。那麼，究竟什麼是這些顧客最重要的特質？從以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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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來看，這些特質包括在教育市場上做出自由與理性的選擇。一位澳洲

同仁指出，這是「人力資本理論的新市場版本，認為高等教育是培育適

應快速科技變遷人才的必要條件」（Taylor et al., 1997: 95）。

在芬蘭，還能清楚發現，過去平等受教的關鍵概念已被「市場魔

法」所取代。教育本身，在論述中已經被市場化了，而且教育也成為了

直接供應自由市場需求的產品。顧客與廠商的競爭選擇影響了教育市場

的活動，卻絲毫不受國家控制（Lauder & Hughes, 1999）。要了解這股

以培育新人力資本為導向的教育政策潮流，關鍵就在於對所謂理性選擇

理論的突破。這種思考方式很容易受到批評，因為這主張認為孩童與家

庭是自由市場上的自由選擇者，因此徹底忽略了教育決策上的社會決定

因素。在這場理性選擇的教育政策賽局中最有可能勝出的贏家，是從事

商業、中產階級以及受過教育的專業人士子女；而輸家則是在社會、

經濟、文化起始點上都處於不利地位的另一群人（Chubb & Moe, 1990; 
Lauder & Hughes, 1999; Whitty, Power, & Halpin, 1998）。

伍、企業管理主義：「中央統籌的衰亡」

對中央統籌的信任在八○年代劃下句點。芬蘭中央政府對教育的計

畫與推展行之有年，尤其是建立綜合學制的改革作為，更是這階段的高

峰，不過當舊政府在1988年垮台，管理階層重組後，就再也不復往日榮

光了。過去以就學階段為基礎的計畫系統，及其繁複且嚴厲的主導規定

也都一併廢止。過去這些以階段為基礎的教育計畫系統最為人詬病的缺

點包括它的繁雜程度、不當的時程表、缺乏適當國家計畫補助、官僚體

系弊病、浪費時間，還有各式各樣繁瑣而無可變通的失敗規定（Kivinen, 
Rinne, Järvinen, Koivisto, & Laakso, 1995; Rinne, Kivirauma, Hirvenoja, & 
Simola, 2000）。

受訪者表示，芬蘭教育政策的改革其實只是整個國家政策改革中的

一部份而已，其他社會政策上也同樣採行強化各地方政府決策權力的方

式。中央政府與地方金融關係（即所謂中央補助系統）的重組，是 1993
年開始連串革新的主要辦法。除了改變計算政府稅收方式的基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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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辦法還提供各地政府決定如何運用經費的極大自由。早期地方從中

央所獲得的經費，每分每毫都清楚標明用途，地方政府根本無從視各地

情形變通流用，但是地方政府現在可以透過解雇教師來節省教育支出。

在地方分權與法令鬆綁的改革背後，往昔牢不可破的中央統籌與中

央控管信仰也逐漸崩壞。與舊式中央集權的辦法相比，所有受訪者都懷

抱著對於地方主導決策的堅強信心。他們認為，各地方、各學校想要聘

雇專家學者，只能透過地方層級擁有決策權才能辦到。受訪者將規範消

解及相關原則的實踐連結到經濟上的衰退。要是不把權力下放，就不可

能要求地方政府中止任何進行中的花費；同時，中央管理也才能夠將困

難的決策轉交到地方層級手上。

在地方層級上，這樣的變革也表示過去政府指引與監督體系完全解

體，或者正如一位在地方大省負責教育單位的官員的明白表示：「大抵

說來，中央官僚再也管不了我們了。」國家層級的受訪者也同樣堅信地

方決策的優越。只有透過地方層級享有決策權，專家才能夠待在各個地

方與各地方學校。

在新的教育管理論述中，教育評鑑被視為是檢驗發展品質的重要方

式。以往大家深信教育目標只能緊緊依循嚴格的規範不放，但在九○年

代，這信念轉變為國家只設立核心目標，按照評估後續成果的形式、

指引教育機構彼此競爭，以完成教育的目標。換言之，芬蘭這「計畫

國度」便成了「評鑑國度」，企圖透過成果管理來實踐其教育政策。

教育部主任秘書說，評鑑在這個新的導引系統中扮演關鍵角色，因為

評鑑「取代了過去規範性導引、控制與審查系統的任務」（Hirvi, 1996: 
93）。

所謂「企業管理主義」，是指「以理性成果導向、以問題為基礎與

管理導引的組織再造觀點」（Sinclair, 1989）Weller & Lewis （1989: 1）
宣稱「成果管理」最能表達這種主張的精神。根據Yateman（1987: 341）
的說法，合作管理說是一種關於「事半功倍」（在效率面）、「關注成

績與結果」（在效能面），以及「管理更佳革新」的主張。同樣的態度

也表現在OECD（1995: 8）提到在公眾事務上創造「成就導向」與「減少

中央控管」的說法中。綜合說來，這一主張包括以下幾點特徵：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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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關注結果、效率與效能；其次，分權管理的環境；第三，探求不同公

眾服務方案的彈性；第四，建立產能目標與公眾組織內的競爭環境；以

及最後，強化組織中央的策略能力（Taylor et al., 1997: 84）。

我們毋需過分強調管理說這套看法在芬蘭國家教育論述中造成的革

命性變動。一位負責與歐盟連繫的國家教育委員會官員認為，芬蘭對

管理說的詮釋，是「在制定政策與踐行間做出明顯區分，使地方層級

有了更大的空間，效率與效能也獲得高度重視（Laukkanen, 1997: 406-
407）。」根據這項說法，地方層級（即各地方政府，甚至包含各學校）

似乎不只可以自由進行決策，還能實際在教育問題上真正發揮他們的想

法。從定義上來說，地方層級確實是在教育領域中的自主推手。這或許

是新式管理的一個面向，但它也同樣表示了所謂的「隔距引導」，因為

一般的控制階層形態在機構自主的潮流中，被類似根據「成績品質」決

定的「後續修正」所取代。然而，在極端的案例中顯示，這種「自主」

其實最主要是關係到學校方面對縮減經費的管理：「要求那些被縮減經

費的學校自我了斷」（Ball, 1993: 77; Taylor et al., 1997: 84）。

陸、新自由主義的平等論：社會民主論述的轉變

儘管九○年代的變革風起雲湧，社會民主的平等論述在芬蘭政治語

彙中仍佔有一席之地。支持九○年代教育政策改革的政治人物中，無人

膽敢說這種變革是「新自由主義式的」改變，只能以其他說法婉轉表

示。這些政治人物會說這些政策革新是自由主義式或使用類似的用語，

諸如「自由樂觀主義」、「市場為主的思維」、「學習動力論」、「學

生責任為主的教育政策」，或「個體性的復甦」。不過，自由主義在現

代教育政策制定者耳裡聽起來卻不怎麼舒服，正如一位受訪者表示，中

央管理階層也避免使用這個字眼。受訪者認為芬蘭九○年代教育政策是

「自由的」、「市場本位的」、「注重個體性的」，而「自由選擇」與

「追求品質」則是其核心特徵。

所有受訪的國家層級官員都坦言，近來的教育政策與社會發展可能

會激化不平等、歧視與排擠等危機。然而，他們認為值得冒險一試，其

中的好處顯然多過壞處。而且，整個九○年代中還是保有一些根據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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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平等論而擴大實行的教育保險。國會也終於立法通過免費學前教育

的權利，將所有身心障礙人士與移民子女都納入義務教育的涵蓋範圍。

不少國家層級的官員都曾擔心，規範的鬆綁與增加地方決策權力的

腳步會不會太過急促。有人擔心未來可能必須回歸到舊制，讓中央政府

針對個別目的來分配經費，藉以保障國內所有民眾受教的平等權利。

區域間的不平等已是一炒再炒的問題。政府在限制經費運用的鬆

綁，對某些省份而言反而造成了嚴重的困境。增加地方在課程綱要上的

決策權，也就是讓某些省份可以提供更多樣的課程，可是有些省份卻沒

法這麼做。部份受訪者認為，我們應該回到綜合學制來消除這種不平等

的處境：因為出生所在地已經開始對個人的未來教育造成重大影響。也

有國家層級的受訪者表示，如果新教育政策會帶來學校與教育的重大分

歧，中央必須要強力介入。這些辦法包括恢復「指定用途經費」，讓各

地學校能享有更多資源，並在地區層級發展適當的監督與評鑑系統。

也有人說，芬蘭向來堅信學校教育（Antikainen, 1990）。在訪談中，

我們發現學校層級的主事者的確如此。信賴學校教育，其實也包括對問

題學生及其早期問題追蹤診斷的全面系統化因應措施。我們可以確切地

說，這是學校層級對關懷社會責任的一項明顯指標。許多芬蘭的學校主

事者，疾呼強化安全網與早期問題追蹤診斷的全面系統化因應措施。可

以說，這種聲浪在學校層級比國家層級來得洶湧，因為後者其實無計可

施。在這樣的對比之下，各學校的案例就成為現代理性福利國家論述的

重要證據，這些案例宣告利用系統化的辦法就可以有效解決問題的信

念。同樣「政治正確」的說法也同樣流傳在學校職員對自己新身分的認

知上：在多重專長的網路體系中，進行集體、合作與團隊努力的革新。

話雖如此，還是得注意，社會民主論述仍然存活在教育領域之中。

而且，這種聲音通常是由那些難纏的終身職學者所發出，他們才不理會

現行任何層級的教育政策。的確，嚴重缺陷孩童與貧困家庭的故事讓這

些人的說法更為有力。例如說，因為這些人的強硬立場，在學校層級

中，特殊教師就會是在整合與包容背後的主要考量。這些人可能也想要

捍衛傳統辦法，為特殊教育另外設置學校或班級尤其是要將特殊教學積

極引入綜合學校因為綜合學校在實際應用上充滿了彈性。



84
芬蘭教育理論與實務

柒、學生：理性的選擇者與市場中的無能顧客

1994年以來，課程綱要都把每位學生都視為主動的個人，而他們的

個別經驗會影響學習新事物時的不同起點。因此，教師能否指導學習，

就必須仰賴學生的個別經驗了。這現象彰顯出學生可能根據他們自己的

學習計畫分別學習，而計畫的目的應該在於讓學生能對感興趣事物愈來

愈有機會鑽研學習。這也清楚表明，每位教師都有責任培養學生，使他

們具備在充滿選擇自由的世界中，以及在愈來愈開放的學校體系中進行

獨立決定的能力。這充分顯示出，教育應該促進學生在充斥不確定的未

來生活中，必須面臨各種選擇與各樣轉變時的生存能力。簡單地說，在

九○年代芬蘭教育論述中的學生是個單獨的個體，必須在不確定的世界

中找個安身立命之處。這個學生單獨地坐在學校同學之外，與其他學

生在長期評估與競爭中相互比較，而不是在平等的友誼及合作中成長

（Simola, 2000; Koski & Nummenmaa, 1995）。

在教育政策文獻中討論教育主體時，有個面向是家庭與學生在制定

教育決策時所扮演的角色。過去30年間，這些角色在芬蘭的綜合學制產

生了很明顯的變化。事實上，在七○與八○年代間的教育政策文獻中，

鮮少提及這些部份。可是在九○年代的論述中，學生與家長則被視為主

動而理性的主體。他們被標榜為「享用服務者」，而教育則被視為「符

合民眾需求的服務」。新的教育法規中也同樣彰顯了家長與學生扮演選

擇者這一角色，不過必須注意到，他們只有選擇地方指定學區中學校的

權利，而無實際的選校權利。

許多國家層級受訪者都強調，在未來會成功或失敗的實際區分，會

是一連串相關選擇的結果。學生與其家庭必須有清楚的願景，對未來有

所警覺，而且必須持之以恆。在成功學生（或做出正確決定的那些人）

背後，都有個積極指導他們的家庭，有時甚至還過度指導，正如某位政

府官員所說的一樣。擁有進行就學競賽所需技術、資本與資源的家庭，

如果擁有明確願景，就能在選校競賽中勝出。有位受訪者諷刺道，既然

選擇權先落在家庭上，之後才轉移到學生身上，孩子的生涯規劃事實上

早在托兒所時期就決定了。這位受訪者還指出，上層社會階級家庭往往

是最有權利進行選擇的主動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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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有引用資料都指向芬蘭過去十年間激化的競爭與分歧。關

於「消逝的家長」與「家庭的沈淪」的強烈論述，在九○年代重大的經

濟衰退刺激下，構成了年輕人在邁向成年之路時的背景脈絡。汲汲營營

於成功的人與註定失敗者之間的鴻溝日益加深。一邊是「有能耐」的一

群（有意願，而且能夠計算、投資、選擇的學生與其家庭），另一邊則

是「沒能耐」的一群（受迫於眼前生活更甚於享受教育服務的學生及其

家庭）（Gewirtz, Ball, & Bowe, 1995）。在這組光譜上的一端是移民子

女，而且根據他們融入芬蘭社會的容易程度又再度細分。這些學童經常

被當作隱形的：沒有人能自在地提到他們，也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與他們

相處，更沒有人為他們在芬蘭學校體系中的存在做出任何正面努力。

這些事情在討論教育選擇與轉移的國際文獻中一目了然。當然，家

長選擇學校的反面，是學校選擇學生的機會。沒有證據顯示家長的選擇

不會導致某種「去蕪存菁」：

學校想找「有才能的」、「有天份的」、「動機強烈而積極的」與中產階級的學

生⋯⋯「對女性友善」的男女合校比例增加⋯⋯在在都對眼前施以小惠，未來

卻可獲得大量回饋的顧客有利。另一方面，沒有學校會積極吸收那些「沒才幹

的」、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尤其是有情緒或行為障礙的學生，還有勞工階級子弟

與男孩，除非這些孩子有任何優異的特質。（Whitty et al., 1998:116-117）

鼓吹教育市場這個比喻的支持者，卻對市場只能服務握有價值貨幣

的顧客服務一事絕口不提：沒能耐或沒意願付費的人根本就不存在。這

就是說，無法成為終身學習者的一群，在教育消費中將永遠被除名。無

能的顧客就再也不是顧客。在市場環境中，不符合在終身學習論述中長

期渴望「教育」與「發展」標準的個人，稱不上是消費者或顧客，而是

竊賊與乞丐。他們無疑是市場的一部分，但不是創造市場的人，更不是

市場服務的對象。這就導出關於家庭沈淪的主要說法：沈淪的就是那些

最後無法創造良好「學習歷程」、欠缺動機基礎或關於終身學習正確態

度的家庭。可見，學校關注個人的同時，也可能會使自己深陷個人主義

的陷阱之中：個人毫無超越個人經驗與過去種種限制的任何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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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教師：團體制度中的個人學習專家

在九○年代建立起的芬蘭教師形象，應該是個在四個面向上的全能

專家：他必須是個人導師、追求真理的牧師、有形分數評分者，還是個

科學化的學習專家（Simola, 2000）。根據國家官員的形容，教師的職

責是非常艱困的。他們必須清楚，在芬蘭，為孩童提供教育不僅是教書

的，而且這份責任已經從家庭轉移到學校系統了。這種結果來自於弱化

家庭提供孩童教育能力及其可能性的社會問題。因而教師被認為必須要

能擔任家長的部份角色。這種責任轉移造成亟須掌有權威，以教師為己

任的教師。

儘管教師們都極有能力、有意願在訪談中運用「政治正確」語彙，

但我們仍無法忽視他們所透露出的無力、挫折與悲觀等種種跡象。雖然

大家都有進步的共識，但許多受訪者仍然在提及教育改革時流露出有些

曖昧的想法：的確，教育有了許多正面的發展，可是也付出了相對的代

價，產生了相應的負面效果。其中最有力的說法，是提到教師在工作時

所面臨不斷增加的壓力與愈來愈急促的步調。許多受訪者都認為這就是

九○年代最基本的改變。理由之一，就是這種改變將教育規劃的工作負

擔，從國家與地方政府移轉到學校與教師身上。這裡頭有個潛在的批

評，關係到教師的工作已經從在課堂上「真正的工作」與栽培學生，轉

變成為一種公眾表演。另一個批評則清楚針對這些改革只注重從不間斷

的改革命令與發展計畫的要求，卻從不關心每日基層工作的真正價值。

的確，學校看來已驟然將改革變為穩定的工作項目了。而且，有許多受

訪者認為，九○年代關於學校為基礎的課程綱要革新，大都是呼口號、

假革新，根本對學校教育的每日工作毫無實質助益。所謂團隊合作與

「真正團結」概念與其實踐，更是飽受批評與懷疑。

在本研究所採用的書面及口頭文本資料中，教師概念充滿了兩種極

端衝突的元素。教師一方面在個體化的「學習中心」是個全能楷模，但

另一方面，在義務教育、充滿考試檢驗的大型學校教學中，卻又是個筋

疲力盡、淒慘落魄的模樣。從光明面來看，他們都對個人主義及教育政

策的平等主義目標充滿熱誠。這是這些專業人士自我認同形象最強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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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更不用說包括透過促進學術成就與校園革新而得到的升遷機會。

從陰暗面來看，教師得面對日復一日的真實情形，大量的學生在義務教

育中不斷考試，直到通過合格之門，真正成為成人與公民為止。在這競

賽中，謀生與追逐權力的沈默智慧，遠比對學校教育充滿希望與立意良

善的人道願景來得更為重要。

照此看來，九○年代的國家教育論述顯然在教師肩上堆放了太多不

切實際而又野心勃勃的重擔。重點是，教師們看來卻又集體同意接下這

份重擔。當我們詢問他們是否有新制度交付學校的任務難以完成，只得

到了極為少數的正面回應。這或許有部份肇因於專業自尊與形象。有證

據顯示教師通常傾向接受改革概念作為教師專業自我形象的一部份，雖

然他們同時也對改革的原則與目的充滿懷疑（Popkewitz, 1991）。這種在

概念上的接納，至少在芬蘭，或許是由於教師們（尤其是小學教師）所

受的學術訓練，被當作是他們在六○與七○年代中為支持政府綜合學制

的政治鬥爭中所付出的代價（Rinne, 1988; Simola,  1995）。

也有人主張，從七○年代開始，學校做為社會歷史性的、文化的、

有制度的教育脈絡早在芬蘭的國家教育論述中消逝了（Simola, 1995, 
1998a, 1998b, 2000）。這種「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sation）尤其容

易讓權貴制定出以個人為中心的規劃與安排，並且主張學校乃是這種個

人化的「學習中心」。這種「滿懷希望的理性主義」讓改革者前仆後繼

地高估以心理教育學為基礎革新的力量，也低估了以時間、空間與慣

例、固有形式等系統所鞏固的「學校運作方式」力量（Rinne, Kivinen, & 
Kivirauma, 1984; Tyack & Cuban, 1995）。

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提供了許多有力的證據，顯示出這種對學校教

育的社會歷史脈絡保持沈默的現象。沒有任何教育政策文獻或政治人物

在訪談時明白表示，所有的教學或其他責任都被放到新的責任制度脈絡

底下，包括了對顧客群的義務、教學特性與教師負責考試檢驗的責任這

樣一個制度脈絡底下。嚴格說來，在個人化領軍與社會排擠及包容的時

代，這些面向確實舉足輕重。因此，我們大可追問，在這種對教育論述

（以及在社會排除與包容論述）個體化的去脈絡化沈默中，究竟會產生

什麼結果與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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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的證據也顯示，教育改組以及截然二分的指揮部門與執行部

門，容易造成澳洲與英國學者所說「教師在教育政策論述中的不斷消

逝，更從論述主體淪為了客體」的情形（Taylor et al., 1997: 98; Ball, 1994: 
50）。有些國家層級的受訪者注意到，教師工會在上述這段期間也發生

了極大的改變。儘管教師工會在過去國家層級的教育政策中扮演了核心

角色，但如今它的作用與重要性卻只專注在保護教師在地方層級上的利

益而已。

玖、�邁向一個新理性系統：擺脫國家教育或是轉
移責任？

最後這一節要綜結先前所提的各項論述要素。我們要問：在提到芬

蘭對競爭、合作管理、教育顧客群與社會民主的迷思，在遭逢理性選擇

者及隱形顧客（學生）、在團體制度裡的個人中心學習專家（教師）

時，究竟有什麼特殊的論述形式？上述的沈默態度在這裡也扮演了重要

角色。當然，還有許多我們在嘗試摸索出一個教育論述的新理性系統可

能產生的效應時，必須考慮的背景因素。我們敢說，國家教育體系將發

生責任移轉的歷史性轉變。

根據國際文獻指出，企業管理主義的根本核心是在擘畫政策者（菁

英政策決策者與利益團體）與執行者（合作者，即教師）之間的區隔。

規劃者傾向研發出緊密的政策重點及策略方案。在底下的學校能做的

就是管理縮減的預算，並且根據管理階層的規劃方案中「自我管理」

（Taylor et al., 1997; Smyth, 1993）。

芬蘭教育部主任秘書在九○年代年代教育政策宣言手冊中給了明確

的宣示（Hirvi, 1996: 92, 108）。他清楚地將新的結果本位制度化分為兩

個層級：首先，「領導單位」宣告目標並分配資源，接著才是「提供服

務與產品」的「成效單位」。在這兩層級間的「成效協商」，「會分配

資源、劃定行動準則與評估方式」。Hirvi接著說，「要透過一致同意來

取代細部規範⋯⋯以目標與成效討論來取代命令系統與舊式監控體系」

（Hirvi, 1996: 92）。這看來簡單明瞭，但這協商大有問題：領導單位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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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擁有絕對權力，而成效單位最後都只能一致同意。這正如Hirvi（1996: 
108）所說的，單純就是因為「教育的成效目標與資源分配原則必須在國

家層級制定出來。」因此，領導單位以國家目標與資源分配原則之名指

揮，而成效單位的角色就只能限縮在如何運用有限資源以達成目標。

這樣的二元區分，恐怕將導致如澳洲報告所指出的情形：

改革通常伴隨所謂學校自治、自我管理或自我決定的說法，但這都只能歸限在中

央決定的政策架構、責任要求與有限預算之中。這個情形可能會讓中央當局有權

無責，而學校「經理人」有責無權。（Taylor et al., 1997: 84）

這正是近來芬蘭中央政府與地方管理單位出現的問題（Heikkinen & 
Lumijävi, 1997; Möttönen, 1998）。協商其實正如與目標規劃與績效評估

一樣，本就會招致眾多批評（Heikkinen & Lumijärvi, 1997）。在地方層

級上，大多數人都不認為真的有所謂協商，而只是另一種的命令指揮方

式（Heikkinen & Lumijärvi, 1997）。

我們因此有理由追問，究竟舊式從上而下的「規範管理」命令體制

與同樣由上而下的新式「成果管理」之間有什麼不同？根據國際研究文

獻指出，確實有所不同。最大的差別就在於像是「由上而下的責備」與

「責任轉移」等概念化。有許多個好理由可以說明為何政府樂意將責任

轉移到基層「經理人」身上。最明顯的就是來自「競爭狀態」中減少公

眾事務花費的壓力。本研究中的受訪者，無論是國家層級或學校層級，

都毫無例外地相信減少公眾教育預算水準（頂多維持不變）的效用。無

怪乎芬蘭研究公眾事務成效管理辦法的研究者，會得出這種結論：愈接

近中央政府就愈容易達到一致的成效制度，而愈靠近實際服務單位就愈

多問題（Heikkinen & Lumijärvi, 1997 ）。

Whitty（1998）等人主張，自八○年代以來，在許多國家的公眾教育

及其他公眾服務事業中，引進各種市場導向與管理規劃方式，是要解決

傳統凱因斯式福利國家無法解決的眾多法令積弊。Dale（1999）指出，國

家對資本需求總是有一些永恆的問題亟待解決。教育改組可以看成是國

家對支持資本累積、保障永續發展，以及建立資本生產法規的種種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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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要求所做出的回應方式。在失業率節節攀升、貧富差距擴大、社會

和諧穩定岌岌可危的背景下，不難想像市場導向的教育政策會被政府當

做減消責任的做法。這也可以視為政府從難以維續的困難領域（如創造

機會平等）中有意撤手的表現。正如Smyth（1993: 2）所言，這完全就是

徹底擺脫責任：

這是政府設法避免擺脫提供合格公眾教育的歷史責任之惡名時，所採取的藉口、

扭曲、隱瞞與有意忽略的審慎辦法。

Green（1997: 184）也同樣指出許多國家的政府都縮減了在教育方面

的規模：

國家經濟目標仍是不可違背的標的，而教育則是邁向這些目標的工具。然而，社

會融合與公民組成等較大的國家教育目標，在這過程之中卻日益混淆並受到忽

視，部份原因是由於沒有多少西方政府在複雜多元的當代民主中，對國家與公民

有著清楚的概念。

無論國家如何撤手，我們都很容易發現這一政策在較低層級總是窒

礙難行，而高層卻一無所覺。要個別地方政府、學校機構與家庭負起教

育決策的責任，確實是「轉移責備」的有效策略。Whitty等（1998: 45）
寫道：

個別學校轉變無法成為「獨立」機構的失敗，可說是肇因於領導或教學品質失

當。學生間不平等的教育成就，也同樣可以藉由失敗的親職教育來解釋──不管

是無法透過新制度進行有效率的選擇，或是無法在配合學校時成為主動的參與

夥伴，都是失敗的親職教育。維持菁英領導理想的重擔早已從政府的肩上卸了下

來。

我們不是要說芬蘭政府在教育上已經完全卸責。相反地，我們可以

從中發現一個運作良好與高水準的教育制度。用政治語彙來說，這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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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繁榮、政府成功與社會福祉的主要根基。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一位國家

教育委員會官員，在國家中區分決策與執行兩個部門並不表示：

……中央政府不再關心教育的實際執行，因為有關當局還是會蒐集這個教育制度

達成目標的評鑑資料。這個體制在必要時會修正國家教育政策，但同時也會直接

影響地方層級機構。各國直接影響地方成員的辦法均有不同；在芬蘭主要是透過

資訊掌握的方式進行。（Laukkanen, 1997: 406-407）

然而，我們確實要主張，教育中的某些部份確實面臨類似於偏遠郵

局、小型學校、毫無獲利的臥鋪火車等類似危險之中。這些難題不能透

過簡單的經濟指標（如效用、效率、獲利率）來加以衡量，而且必須設

法解決。這就是說，現在看來，似乎出現了一種愈來愈廣泛的權威、愈

來愈被接受認可的新理性系統。在這論述中，主張消費者概念，也就是

在無限制的市場中擁有自由選擇的個人權利，實在再合理不過了，而教

育中的公民權利反而是不可設想的奢求。

要了解堅持培育新一代的教育政策趨勢，關鍵就在於人力資本必須

在所謂理性選擇理論的突破中來加以理解。個別主事者、個人與家長在

教育中的選擇，都是人類活動自然理性的根本要素。人們會在必須限定

的架構中進行最合理性的教育選擇。根據理性選擇理論，孩童、年輕人

及其家庭都是理性選擇者，「在有限的不同教育選項中，會根據其對

本益計算及成功機會的評估來進行選擇」（Breen & Goldthorope, 1997: 
275）。

在這鼓勵個體彼此競爭的「贏者全拿社會」中，頂尖階層從新式教

育政策明顯累積前所未有的資源與財富。教育競賽或許會像運動競賽或

其他娛樂活動一樣，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創造出明星與最有價值玩家。成

千上萬的個人投入教育競賽，就只是為了奪得閃亮的獎賞，但最終只有

少數人才能勝出。大部分人都被遠遠拋下。大量人口在勞動市場與生活

中歷經長期教育與激烈競爭，很容易造成大量浪費金錢、資源的嚴重後

果。這裡沒有彩虹盡頭的黃金，只有風險、危機重重的勞動市場，以及

永無休止的競爭競賽（Lauder & Hughes, 1999; Frank & Cook,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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